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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八十三期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 

 

编者的话：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伟大领袖号召下突出政治的时期，周良霄先生

选择蒙元史作为专业，却是为了远离政治，远离现实。正所谓“邦无道则隐"。 

    六四以后，当不少知识分子接受了教训，转向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时候，

周先生和夫人顾菊英女士却开始了涉险犯难的文革研究。此时他们已经和行将退

休，按说正是“归隐”的好时机，但眼看文革的历史竟成了一部官方的意志史，一

部可以任意杜撰、任意修改并且遭有意无意不断遗失的历史，这给作为历史学家

的周氏夫妇良心以极大的触动。两位老人不弃自己的史胆、史德、史识，从最基

础的收集资料做起。如今，一部凝结着两位老人二十年心血的巨著《疯狂、扭曲

与堕落的年代》终于面世。     

    在周先生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传统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是游民意识的大

爆发”（李慎之语）。“游民加皇帝”，一语道破了文革的秘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

何以传统皇权没有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出现？因此，除老的“游民加皇帝”，

必有“新”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之一，或许就是来自现代的马列主义的造反理论

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如毛泽东所云：“马克思加秦始皇”。矛盾在于：前者号召反

抗，后者镇压反抗。 

    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就是这种矛盾的激化。毛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

既是最大的造反派，又是最大的当权派。他用笔杆子鼓噪，仗枪杆子撑腰，时而

倡乱，时而镇压，群僚与群众在造反与保皇之间左右奔突、无所适从，遂至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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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都走投无路，而天下大乱焉。 

    文革中，毛泽东的确深深地触动了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专制体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和转移了社会矛盾，但建立起来的却是他个人独裁的极权专

制体制。谁反对他，就要打倒谁，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从 1965 年

初就提出要清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更以“走资派”作为革命的主要

对象。但当时不过是“空穴来风”，因为那时中国根本不具备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的经济、政治、社会的条件。有的倒是走封建主义道路的深厚土壤，而毛

本人以凌驾一切的帝王之尊，成为最大的“走封派”。 

    当文革结束，主宰者回避并曲解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以专制主义政治支撑经

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八九年后，权力和资本开始全面结合，于是，真的“走

资派”出现了。所推行的，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权贵资本主义。

不仅全面复辟并大大强化了官僚专制体制，而且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全

面的公权力腐败等等恶果。 

    正如周先生所说，“总结文革的历史，是我们民族发展、前进中无法绕开的课

题，而在对毛泽东的批判尚不充分的时候，这段历史几乎不可能写好。” 

    周先生夫妇在不同的年代做出不同的选择，从避祸到涉险，体现了有良知有

气节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周良霄、顾菊英著，由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出版。） 

周良霄、顾菊英夫妇谈文革史研究 
 

被采访人：周良霄  顾菊英 

采访人:   郑仲兵  李宇锋 

采访时间：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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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二位老师好！首先，我们对您二位以个人的努力，穷尽二十年编著了这样一部文
革资料集表示诚挚敬意！这件事，使我们意外而感动，它体现的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的良知，
又一次证明了“公道自在人心”。 
    由此，我们更希望了解关于这部书的幕后的故事。能简单介绍一下您二位在文革中的经
历吗？ 
    周∶非常感谢能有这么个机会来整理和反省自己的求索经历。我们都是做中国古代史

研究的(我研究元史、蒙古史，顾菊英是做宋代古籍整理的)。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为的
是要远离政治，远离现实。这是我们当时乞望能全身避祸的生存哲学。63 年末，我从北大
历史系调到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才工作了两年多，批判乌兰夫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批判翦伯赞

的“历史主义”就开始了。据说我是乌兰夫向翦伯赞要干部而调来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乌兰夫的小吹鼓手”和“翦伯赞在内蒙的桥头堡”被揪了。罪

状是写了毒草，“吹捧帝王将相”，“污蔑农民战争”。可怜一夜之间，满院都是揭发、批判我

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更由于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批判大左派关锋、林

聿时关于农民战争的文章，当然是“罪在不赦”。好在我一个平头百姓，无官不党，内蒙历

史所号称第二政协，所内比我有问题的人多的是，因此尚构不成重点。71 年内蒙干部设在
唐山的学习班结束后，我被处理下放到阴山背后的小荒村，带两年工资，落籍为农，永不录

用。 
    我的落难让我在内蒙古大学的朋友们很着急，想设法营救。他们当时正在做二十四史中
的《元史》标点，这是毛泽东交办的任务。他们就持有毛划圈的红头文件去找区文教办的军

代表，要求调我回来参加。这位军代表不明就里，只是疑惑地问∶非要这周某不可吗?回答
是肯定的。他当然不敢阻格毛交办的任务。于是我便成为插队落户人员中第一例上调的人员，

回到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 
    74 年夏，批林批孔开始，北京的科教组突然来电话要借调我。他们当时是要恢复《历
史研究》杂志，在全国共借调二十四名干部来组成编辑部。大概因我在北京的师友的推荐，

这样我又糊里糊涂地到了北京。来了以后，才知道已上了贼船，要当“四人帮”的“枪手”，

但想脱身已不可能。我清醒地知道这项差事的危险，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我把定写文章时

死守按“两报一刊”的调子，争取不犯错误；同时也尽可能表现好点，图利用这个机会，设

法调回北京。我苦心营造的算盘竟然走通了，76 年，我们全家调回了北京。我立刻通过蔡
美彪、黎澍转入了近代史所，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问：从文革结束，到您二位动手编写文革资料，这中间有十三年，怎么想到要写这样
一部书? 
    周：我们想搜集整理有关文化大革命资料的事，原是比较早的。有段经历，使我对搜

集历史资料的重要性有了切身感受：55 年冬，还是我在北大历史系读四年级的时候，我和
几个同学就想征集点昆明 12·1运动的资料，搞个展览。当时，亲历过那次运动的教师大有
人在，但是，他们竟然片纸只字的资料都没有留下。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深深感到文物

资料泯失的悲凉。文革中，我们也顺手搜集了一些传单之类，但在这以后的辗转播迁中，几

乎又尽数散佚了。86年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后，社会上既感兴趣，
又觉得很不满足。我们认为这除了书本身的架构与内容不尽如人意外，在当时条件下，对毛

泽东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批判，想写好一本文革史，当然是困难的。那时有关文革资料大量

毁佚的危机已明显出现，在官方有意的安排下，一些小图书馆所藏的文革资料都已悄悄在销

毁；个人的收藏也可怕地散失。我们认为对这些资料尽可能抢救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在

6·4 后，趁着我们俩即将和已退休，开始有时间和精力在这方面作点事，就开始有计划地
着手三个工作∶一，是搜集整理文化大革命的资料；二，是同时搜集整理 6·4民运的资料；
三，与此同时，由我抽出时间，撰写一本名为《皇帝·皇权与传统专制主义批判》一书，就

中国的专制主义进行清算与批判。三个工作同时交叉进行。 
    我们认为，总结文革的历史，是我们民族发展、前进中无法绕开的课题，而在对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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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尚不充分的时候，这段历史几乎不可能写好，而且我们也确实不是研究当代史的，没

有条件来承担这一研究任务。我们唯一能作的只有尽可能地保留有关的文献，给后来的研究

者提供真实可据的第一手资料。巴金老和慎之先生告诫我们要讲真话，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

能把真实的材料保存下来，也就是讲真话。当然，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都只是流传在民间的

东西，高层的密谋、官方的文档，我们是无法接触到的。这些民间流传的东西也有真有假，

几乎无由分辨，但当时确是广泛流传，老百姓都是据此进行运动的。 
    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发生在大陆，研究在海外。但大陆社会要想前进一步，总

有一天要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我们搜集、整理文革资料，就是为这一天作点准备。退休以后，

我们一无所求，二无所争，脱出名利之外，这就可以不计成败得失来做这个工作，努力以“独

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来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 
    问∶说到“记录真实的历史”，仅靠个人的努力，尤其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下，真是谈
何容易！您二位在写作过程中有什么体会?遇到过什么困难?又是怎么解决的? 
    周：难!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只能依靠亲朋好友的真诚支助。是他们在得知我们要做
这个工作时，给了我们鼓励和无私的帮助。没有这种鼓励和帮助，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完成

的。他们也同时担着一定的风险，因为这项工作是冒着随时有被官方查禁和追究的危险的。 
    顾：决定编辑整理文革资料的时候，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不知能编出一部什么样的书，

见到什么都以为有用，用复写纸，一式三份，手工抄写。不久，单位规定每人每年可以免费

复印一定数量的文件，承蒙众多同事的支援，他们把自己不用的定额，都无偿归我使用，这

就解决了复印资料的问题。我那时从未接触电脑，资料录入都是出资请别人做的。 
    资料搜集、复印、录入都解决以后，主要是整理中的困难。材料越来越多，其中很多是
手刻油印本或手写的复印件。那时纸张质量很差，字迹又潦草，辨认都很困难。而更麻烦的

是同一个事件与讲话，有不同的版本；还有很多是内容大体相同，但是又有一些差别，这就

有个取舍和校勘问题。但是那么庞大的数量，要按严格标准来做这个工作，根本不可能。只

好对完全不同的记录稿，就都收；如两份以上基本相同的，就取记录较多、字迹较清楚的。

这个问题这样解决，我是有点遗憾的。但是要对每份材料都校勘清楚，这就要对每件史实都

有确实的了解，实在无法做到，只是大体上按原貌梳理了一遍，以供后来研究者使用方便。 
    在我们搜集史料、校对清样和成书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的赞许和支持，碍于
形势，我们不能详列他们的大名，只能从心底感激他们真诚的友谊和无私的帮助。 
    问：作为治史的行家，您自己怎样评价这部作品?它的现实意义和史学意义是什么?还
有哪些遗憾?是否准备做进一步的修订? 
    周：我们虽是史学工作者，如果说是搞中国古代史，勉强还可以滥竽充数。至于近现

代史，不过是大学一二年级时上《新民主主义论》这门课时的水平。谈研究，岂敢!我们不
过是秉着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对文革的部分资料进行了整理和集结，只是在体例上综合

和吸收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些成就和优长，尽可能把它编排得合理和方便点，争取作到年经

事纬，条理清晰，广采并收，义例严明。我们相信，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会有所帮助的。

间或加了点按语，只图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有时则是痛定思痛，情不自已，聊抒胸臆而已。 
    文革资料数量多，很难遍收，遗漏必然不少；内容又十分庞杂，取舍甄别实属不易。这
当然决不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所能作好的。我们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教，也寄厚望于在

这方面不久将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将尽可能地修改补充。 
    问：您是文革的过来人，又是史学专家，您怎样看待文革这样的历史现象? 
    周：文化大革命是传统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慎之先生曾一再指出∶“这样重大的政

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其原因应当到中国历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我就是抱着这个态度在整理文革资料的同时，着手写《皇帝·皇
权与传统专制主义批判》一书的。关于皇帝与皇权部分，我曾以《皇帝与皇权》为名，在

1999 年和 2006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增订出版。但第三部分《传统专制主义批判》，
则因大家都清楚的原因，压在手头，迁延近十年，无法面世。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对中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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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义进行初步的探索与批判，“使我们的民族在现代化的伟业中，能够清除积垢，轻装前

进，在民主、进步的坦途上迈进。”(《皇帝与皇权》序言) 
    在我看来，中国革命不但打上有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而且名副其实的是历史上农民
革命的二十世纪翻版。毛美其名曰“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据说是一从 1917年世界上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中国革命就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旧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民主主

义”范畴，它的“新”，第一是工人阶级领导；第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正是在这两点上，

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已明白地向世人表明∶所谓的“新”，只是虚妄、空想的披上革命外

衣的骗局。苏联所许诺平等待我的慷慨宣言，不但半点不见兑现，倒是在宰割中国领土上，

远远超过列强；并且还给中国带来了迁延近一个世纪，现在仍远不见结束的内战和分裂。社

会主义的苏联自己也已经崩溃解体，明显的不过二十世纪昙花一现的佛光。在当时穷乡僻壤

的延安，奢谈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概念玩弄。对所谓社会主义，毛泽东不但

是当时，甚至至死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与了解。他的社会主义构想始终是封建的、小农的平均

主义。就是抱着这个构想，在全国一解放，他就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跃进。终于，

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狂暴的幻想让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声名扫地。而现在，工人阶级领

导已变成了“三个代表”的领导；社会主义已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补课，“辛辛苦苦几十年，

还是回到解放前”。试问这个“新”，又新在哪里呢?整整一代的高尚理想主义者与纯真的抗
日救国志士们是被欺骗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为国献身、流血牺牲

所盼望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新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及三年，完全落空。 
    这个二十世纪的农民起义，虽然也带有它的时代特点，但在形式、内容等方面当然是离
不开历史上农民革命传统的。这里，我想再引用慎之先生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文中着意

强调的中国游民与游民文化的存在与影响。慎之先生明确指出∶“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

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这个论断给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所领导的历次运动指出了

新的更为深刻的方向和课题。游民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他们是被从土地上排挤出去，

不着地，萍转漂流，缺乏生存保障的人群，其成份包括地痞、流氓、兵卒、贼盗、乞丐等等。

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使他们不任拘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仇视官府，仇视文化和

有文化的读书人。他们比起无识、椎朴的农民来，见识多，活动力强。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

民起义都是由他们鼓动和组织起来的。没有这种游民领袖的组织领导和游民群众的参加，轰

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这个历史传统一直作用到近现代的中国。1927年，
有名的被指责为痞子运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就是首先由一批流氓、地痞乘机大闹起来的。毛

泽东在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稿 (发表于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 中，不
加掩饰地写道∶“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

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就明白地证明，这个运动

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有痞子在运动中起重要作用。这段文字，在文章重新发表时才被陈独

秀删除。应该指出，同样的现象在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从打 AB团、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
中，都屡屡重演。如卑污丑恶的人格侮辱，野蛮非人的肉体摧残，残忍血腥的刑讯逼供，捏

造中伤的罗织陷害，不负责任的肆意破坏，不计毁灭的死活争斗，对文明和文化人的刻骨仇

恨，对亲朋戚友的任意株连，乃至于杀人食肉，兽性肆行等等，都是和历史上的游民文化一

脉相承的。这种现象在一个号称最先进的革命政党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离开了这种农

民游民文化传统，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流氓、地痞所勇敢推行的痞子运动，却让毛泽东大声称
赞为“好得很”。这正说明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毛泽东和他们是有气性相通的。在青年革

命者毛泽东的思想里，流氓无产阶级的倾向是颇为明显的。他当过兵，作过游学先生，他个

人性格中∶好斗，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拘束，言而无信，不择手段，翻手

为云，覆手为雨，崇尚权术，矫情伪饰，毫不讲任何政治道德，了解他的人直指他是一个政

治流氓。他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自命为“红色的山大王”。从他的诗作里，鲁迅敏锐

地闻到了山大王的气息。27 年毅然上井冈山，然后火并王佐、袁文才，活脱脱重现了一幕



 6 

梁山好汉的场景。这一切都具流氓无产者风格。中共党史上历次运动中不绝于史的盲动左倾、

暴烈无人性的行为，无疑是与毛个人的性格与爱好相关联的。因此，慎之先生所提出的，把

毛泽东、把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放到中国传统和游民文化中来研究，应该是更深入的

一个方向，值得大家重视。 
    问：您认为目前研究文革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是怎样形成的？应该怎么解决? 
    周：在上面我们说过，如果对毛泽东今天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批判，想写好一部文革
史是困难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历时十年，波及十三亿中国百姓，

搞得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直接被整的人高达一亿之数，死人二千万的旷古未有的政治

大灾难。然而，毛泽东却若无其事、欣然自得地把它当成自己平生两大伟业之一自许。文化

大革命无疑是毛政治声誉的最高峰，也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最顶点。研究文化大革命离

开了这些基本的事实，当然是无法得到正确和令人信服的结论的。我以为，这正就是一些流

行的关于文革的著作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981 年 6 月，中共中央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通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就是要解决一个因文化大革命而出现的对毛

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本来，饱经十年文化大革命折磨和摧残的人们，上至高层领

导，下及一般百姓，大家都是饱含怨愤，对毛泽东普遍否定，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神话已趋

于破灭，这是必然而且很自然的事。在历时一年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会讨论中，

人情汹汹，毛的错误受到揭发和批判，毛的形象随之完全动摇。然而就是复出的邓小平，挺

身出来，挽狂澜于既倒，搞出了这么个决议，强行通过，把摇摇欲坠的毛泽东形象和已百孔

千疮、不成体统的毛泽东思想重新树立起来。 
    《决议》当然也不能公然无视事实和违抗民意，它承认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全盘皆错。
但是，为了继续维持特权统治，老于心计的邓小平，认定毛泽东这面旗子不能丢，必须千方

百计地设法撑下去。于是，便让起草《决议》的秀才们在文字上玩花招，进行曲护。它断言∶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

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他的集中概括。”而“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

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这就是说∶ 
    一、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后者是许多党的领导人，当然也包括邓小平在内的
思想智慧的集合。前者才真正属于毛泽东其人，这完全是在进行一个词语的诡辩和玩弄。 
    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好的毛泽东的思想也就是
毛泽东思想，不好的毛泽东思想便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的文化大革命思想。 
    这简直是说相声的绕口令，在这绕来绕去的文字游戏中轻轻地推脱了毛泽东的失误，维
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堕失的权威。这种作法完全把天下人当成了白痴在愚弄。 
    问：我想插几句。其实，从延安整风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到毛去世，一说“毛
泽东思想”，都知道是指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有谁曾经认为并且毛本人能否容忍其中还包含
别人的思想？而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运用，就是为了证明毛一贯正确以树立他的个人权威：此
前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博古、王明、张闻天、张国焘固然都错了，此后的
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也错了，后者的罪名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怎么倒
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毛一去世，自然不再“思想”，剩下的是继承或反对的问题，“毛
泽东思想”本身就不存在了。 
    周：邓小平这样作，当然也自知是亏理的，所以，他才别含深意地对人说，他才是“最

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的人。可他出于处心维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以维护特权专制的用心，却不愿站出来作这个历史的评论，而是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

人来作。”这就给我们乃至后世的研究者们留下了难以解读的谜团，妨碍我们在深刻揭露与

批判的基础上对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剖析，也为历史制造了难以弥补的缺

憾。有了这么个《决议》，人们再来谈这一段历史时，作为党的纪律，人们便不信也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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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从也得服从，文革的研究便只能在《决议》的框框里进行，要想有独立见解和真知灼见

的成就确是很难的。 
    和这种当前研究情况相应的，却是有关批判“四人帮”的书籍向来就并不缺乏，这当然
是好事。这些著作多少带有通俗演义的成份，有声有色，一度的确是很受人们欢迎。演义利

于揭露事实，但揭露并不能代替深层的理性批判。如果我们的工作只停留在揭露层面，人们

当然是无法满足的。而且这也很容易让人发生错觉和误导，以为文化大革命只是因王、张、

江、姚“四人帮”再加林彪反党集团背着毛主席搞出来的。上述的《决议》中就曾明白地流

露出这样的企图，想让人们相信∶“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

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

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把“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巧妙地与毛泽东区分

开来，其真实用心就是要为毛泽东洗刷和减轻罪责。这是完全违背事实、不能容忍的。江青

自己就供认∶她“是主席的一条狗”，这是恰如其分的。王、张、姚就是狗的狗。狗的一吠

一啮，都是仰着主子的鼻息和意图行事的。放过主子，只打帮凶狗才，绝不能认为是一种严

肃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如果作者思想上还杂有为尊者讳的顺民思想，用批“四人帮”来代替

批毛，那就必然导致对“四人帮”揭发和批判也不可能郑重和深入，这就很不好了。         
    说来说去，我的意思还是要写好文革史，前提就是充分批判毛泽东。近来，毛泽东已经
从神坛上被拉了下来，但是对他的估计还各有差距。文革十年全盘否定，罪恶滔天，这已不

成问题。但由此上推，如何估计?很多人都还是认定建国有功，功劳盖世，认为新民主主义
的提出，就是他光辉灿烂的证明。不过，如果像我前面所说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只是虚妄、

空想的披着革命外衣的骗局”，那么对他的评价就又完全不同了。 
    问：关于这一点，请您略为详细地阐述一下。 
    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的一大业绩，就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

几个海岛上去了”，建立了新中国，住进了紫禁城，并声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开始

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社会主义改造。”在《决议》中不惮烦地胪列了许多经济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增长和成就。

单就这些，也许确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归根到底，这不过是毛泽东所计划建构的封建或农

业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就总体而言，这时期农村的合作化——公社化的集体道路从根本上

扼杀了农民真正解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数亿农民连最低的温饱都得不到保证。而在城

市中的国有化则完全毁坏掉中国百年来工商业成长与发展的现代成果。所谓“国有”实际就

是“官有”。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推向了无可挽救的贫困与落后

危机。直到毛泽东死去，才不得不回头再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恩格斯早就指明，用空想的平

均主义思想所激发的农民革命，“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

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马恩全集》第七卷第 405 页)历史
的进程无情地证明，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的的确确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现代翻版。 这个
农民革命以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封建或农民

的社会主义并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因此，虽然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但最终还是

不能不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来，老老实实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条

路。这正是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农民战争所一再重复的道路。因此在这个空想落后的道路和

大方向上所作出的一切似乎光彩的个别成就，实际上只是末路上的萤光，绝没有什么可骄人

的。 
    即使我们不在根本道路上来质疑新中国的建成及其正面成就，单就所谓的“新民主主义
的胜利”来看，实际上也是大有可疑的，除了一个打倒了蒋介石之外，说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实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试问∶土改后的农村，农民受束缚、受剥夺不是更加重了吗?
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就多达三四千万，这样的惨象，历史上可曾有过?在“解放战
争”中，毛泽东、共产党无数次郑重许诺的民主、自由又在哪里?一党专制、一人独裁，这
原是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国民党、蒋介石的暴政，然而内战三年，牺牲几千万同胞，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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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暴易暴，暴且益暴，难道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问：有人认为，文革虽然错了，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初衷，和对“党内走资派”的批判，
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当然，我们也应该同时承认，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农民革命在一个大国的胜利者，

也是新世纪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有影响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的“当权派”

这一概念，是极具深刻的理论与现实含义的重要命题。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通过专政和

剥夺，把全国的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在特权垄断下，以国有的名义，分任各个部门的当权

者掌管，国有实际上就成了官有。这个制度必不可免地大量滋生官僚主义、特权享受、贪污

腐败、鱼肉百姓，而终至于发展成为溃败的不治绝症。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大

胆地把它揭出来，希图通过群众运动，不断革命来克服。这是他远远超出他的同辈庸人们的

地方。为了克服这个脱离人民与人民日益对立的官僚主义当权派，他修正了社会主义条件下

已不存在阶级与阶级矛盾的论断，认为这个在社会主义里新生长出来的官僚主义当权派(他
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走修正主义道路，要复辟资本主义。它们与广大人
民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然而

在生产资料已全部国有的情况下，这两个阶级的分野如何划分呢?毛泽东完全抛开了马克思
主义的经典定义，提出按各人的思想来划分。然而，思想是个形而上的东西，几乎难以捉摸，

于是这个分野最后只能划定在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出现在文革中依其人与毛私人的关系来

划线的荒唐现象。公有制和党的特权垄断是官民之间矛盾无法解决的根源，毛泽东就声称要

依靠“不断革命”来解决，甚至像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便要每七八年进行一次；斗争一直到

共产主义社会还要进行。毛泽东至死不愿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主义阶层
当权派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经济政治垄断所造成，他自己就是这个垄断的始作俑者和这

个特权集团的总后台。因此他当然没有可能来纠正和禁绝。这就决定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

命又必然失败。因而也无可辩驳地表明了毛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破产。事实上，要想

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官僚主义当权派与人民的对立与矛盾，只有废除一党的特权垄断，实行民

主，完成真正的民主主义变革才能达成。然而这又正是毛泽东所不愿和不能采行的。我认为

这原应该是我们从文革中可以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政治的

改革被搁置，官僚主义当权派事实上已在复活和发展，并且还和金钱结合了起来，形成新的

权贵资本主义，文革仅有的一点积极意义也就完全丧失。 
如上所述，全面深入评价毛泽东仍是一个十分艰巨而炙手的问题。要想取得比较一致的

看法，恐怕不是短期所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想写好文革史当然不容易，官方的《决议》

在，更是让人们难以措手。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裹足不前，不过比起研究来，我觉得对有关资

料进行广泛地抢救搜集整理是更紧迫、甚至最紧迫的任务。因为，毕竟研究是从容论道，后

来人尽有时间来进行，而资料的抢救，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史不可泯，失去一份资料，就可

能永远失去一份真相。这个工作要靠更广大的仁人志士来多方完成，果如是，则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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